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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学的中国化与话语再生产

话语与话语体系本身既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质，也具有学术研究的学派区分性质。每一门学

科或每一个学派对新学科的引介与推广或者创新，都不可避免地会走上本土化道路，这一过程本身就

是在中国的话语建设与西方学术霸权的扩张之矛盾中进行的。即使在西方，比如帕森斯翻译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一书，也具有很强的把德国版美国化的意识。正因为这样，世界韦伯研

究界才有德国的韦伯、美国的韦伯和英国的韦伯，当然，也应该有中国的韦伯。

社会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其发展的道路也基本如此，对社会学的中国化过程，从其进入中国的

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就是文言版的斯宾塞式的《社会学研究》[2]。严复的翻译

是意译，是夹叙夹议，是对学科本身原理的理解，而不一定完全逐字逐句对照文本寻找中文的对应

词。严复执掌北京大学时，也屡屡告诫大家要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就是早期教会大学

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学，也很快就从“洋人”讲授“洋教材”阶段过渡到“国人”讲授“中国版教材”

社会学的中国化、话语权与话语体系建设

张 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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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严复，于1903年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参见严复《群学肄言》（足本），1903年上海文明编

译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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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费孝通在回忆吴文藻的时候，说吴自回国执教始，虽然使用的是洋教材，但却努力编写汉文教

材，培养本土社会学传人、研究本土社会学问题。在燕京大学，到1926年许仕廉接替伯吉斯担任系主

任后，绝大多数授课老师已经变为中国人。费孝通在回忆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的时候，还说派克

1933年讲学时，就力主学生需走出课堂，进入田野，开展社区调查，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并说自己那

时才了解了北京天桥的贫民窟和八大胡同的红灯区。在民国社会学家中，孙本文应该是佼佼者，他的

博士论文就是《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学习的是西方的社会学，研究的是与中国相关的社会问题。他编

写的一系列教材，虽不可避免会译介很多西方奠基者的研究内容，但讲解的细节，却大多取材于中国

的典籍，比如在其《社会学心理学》中，在谈到“正义感”时，就结合孔子、孟子、王阳明、朱熹等观点逐步

深化分析[1]。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他就提出了文化立国的主张，很有些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自

信。应该说，在像吴文藻和孙本文这一代学人的努力后，社会学作为舶来品，已经逐渐完成了从西方

移植到模仿西方的过程，从而开始将中国的故事写入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中。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学

派，虽然分疏不同取路，但都努力将社会学基本理论应用于社会的实际改造。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

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方式，实施文艺教

育以治愚，实施生计教育以治穷，实施卫生教育以治弱，实施公民教育以治私，希望达到政治、经济、文

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梁漱溟不仅写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而且还在山东创办了乡村建

设研究院，在邹平推行乡村建设实验，建设乡村学校，推行社会改良，组织群众自卫[2]。卢作孚在四川

北碚推行的乡村建设，就以市场为取向、以经济为中心、以现代化为目标，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尝试。这

些做法，时至今日，也富有时代意义。

社会学虽然“文革”之前与“文革”时期一度取消，但是关于社会学内容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停下来，比

如在民族学领域仍然存在。之后到1979年，费孝通组织大家重建社会学，当时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如

何让社会学更加中国化。在费孝通带领大家完成“五脏六腑”的建设后，应该说很快就转入到中国化阶

段了。小城镇大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天下大同、文化自觉等，都是利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提出

的社会治理方案。这要看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社会学的中国化这个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

识不是很一致。比如，用西方的社会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搭建的陈设和理论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

这算不算社会学的中国化？或者换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中国的社会学？如果这个不算的话，那么，有

没有一个模本可以让我们形成参照性认识，可以看看与人家的社会学本土化相比较，我们还差些什么？

应该说，社会学主要文献是英文、法文、德文等的翻译作品，我们一方面很难摆脱西方的影响，另

外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连社会学的每一个名词术语都要创新为中国的语词。比如，如果我们拒斥“社会

结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要创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去顶替它呢？如果我们不使用“功能主义”这个

词，那用什么来表达呢？到现在为止，有些人会抱怨说社会学没有中国化。可事实上，如果将社会学

的名词术语与理论全部推倒，并以此来重建我们自己的社会学，是不是有这个必要与可能？看看日

本，正是他们将“sociology”翻译为汉语的“社会学”的，他们的社会学也没有中断过。可日本社会学将

什么名词或原理写进到西方的社会学教科书呢？再看看韩国，他们派了那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几乎

与我们交流的人都师出有名，但有谁将韩国的社会学名词写入到西方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呢？日本

的经济学做了那么多年，就“雁阵理论”这个词被世界所接受。所以不要抱怨说我们不行，因为学科建

设本身很复杂。在中国，社会学思想是有的，它不是我们说传统中存在社会学思想，而是布朗在燕京

[1]周晓虹主编：《孙本文文集》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165页。

[2]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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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课堂上说荀子的思想就是社会学思想。但要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概念去替换教科书中原

来已经很盛行的概念，还得走很长的路。这不是单纯由学科发展所能够决定的。有些原因来源于历

史的路径依赖，有些原因来源于学术话语霸权的结构化存在，有些原因来源于“西学东渐”还是“东学

西读”的力量对比。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联合主办的2017年中国社会学

大会“中日韩社会学论坛”上，韩国社会学会前会长金成国讲“天人合一”。他用英语讲的时候可能只

有少数人明白，但当他打出汉字，中国人一下就看明白了。所以语言是意识形态，它融入了我们的血

液，是历史的积淀。将英语、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文献载体文本化的西方社会学先贤，不是社会学学

科的奠基者，就是后继的集大成者。他们的理论也只是对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的部分解释——他们的

理论不可能完全解释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没有全能的人，没有全能的社会思想。这一点，社会科学

不同于自然科学，所以，有些人批评说舶来品具有学术殖民主义性质，这有一定道理。但社会学在研

究过程中，通过对西方传来的已有概念与理论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某些中国的现实。的确，

产自西方的宏大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发展道路，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拒斥的理由。可能——注意

我说可能——我们自己生产的社会学理论也不能完全解释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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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有话语内涵中增加了中国版的内容？还有一些概念，比如城镇化（不是城市化）与社会融入、积

分制、蚁族、象族等——这些概念，不管社会学研究者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

话语已成为社会学界经常提及的话语与话语体系。最近加入的消费升级、农民工的市民化等，也正

在形成新的话语体系。

如果到基层去做调研就会发现：地方的消费升级基本上是农民工拉动的。农民工打工挣钱后，原

来是在宅基地上建房，现在是到城里买房。不买房不行，因为原来的儿媳妇可以“随夫随夫父”居住在

丈夫家所在的村落，但现在的儿媳妇转变了观念，要居住到城里，从结婚开始不再居住在农村，所以就

出现了“丈母娘推动的城镇化”这个说法，由此也带动相关研究，形成与农民工的市民化、社会流动、城

镇化等概念密切相关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是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在西方的城镇化版本

中，很少有与“丈母娘”长期同住的版本。但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与“丈母娘”同住成为大城市原生

家庭与子家庭形成的“家庭网”的重要内容。这些故事，西方一听就听明白了。在一次会议上，有个韩

国的女社会学家说，要是韩国也出现这种现象就好了！

在文化传播中，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物质文化易于传播，但形而上的观念层文化则较难改变。借

用到这个地方来，比如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那是不是先讲一些“形而下”的故事更易于扩展自己的影

响力？比如给西方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很难一下明白——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

人才能明白。但如果讲社会分层问题，讲中产阶层（他们叫中产阶级，我们叫中产阶层），或者讲中等

收入群体与橄榄型分配体系，或者讲土地流转与村落的空心化，或者讲我们自己发明的“社会心态”等

相关研究成果，或者讲群体性事件、上访、截访、冲突、摆平与矛盾化解、秩序重建与维权维稳等，也易

于将中国故事推广到世界。再比如关于社区研究，中国社会学社区的传统与西方社区的传统[1]有所区

别，现在我们所说的社区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甚至于我们的社会建设，从理论到行动这

些社会学内容的扩展，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界给世界社会学贡献出的中国智慧。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

在于费孝通所说的“志在富民”，这也是老一辈社会学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地方。我们有了自己的

话语，也形成了一定的话语体系，但希望将这个体系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就需要讲策略，通过易于为

人家接受的途径与方法传播，这可以事半功倍！

由此就延伸到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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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方法与数据的再生产，建构了新的话语而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理论生长点。比如西安交大的边燕杰

所领导的团队，就通过拜年网研究关系社会学，在研究设计与模型计算等方面凸显出了中国社会的特

点。强调这个并非弱化理论传播的作用，实际上理论研究比应用研究更重要，理论研究方法比应用研

究方法更重要。只有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使用方法的时候，要防止那些只有模型演算但却缺少理论建构努力的做法，也要防止不加区别

地将所有学术概念硬性量化的做法。数据崇拜是需要怀疑的。那种拿到一套数据，随便想一个概念

就跑一个模型，然后就说自己有新发现的所谓“研究”，正是痛处与弱点所在。如果量化研究听任这种

趋势蔓延，那等于是害了“量化研究”。看见这样的模型，很多人讽刺是“以数据的冰冷掩盖理论的贫

乏”，这板子打得对。另外，一种不妥当的做法是：以中国的数据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性。如果第一个

人第一次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有很多人不断重复这种做法，就显得匪夷所思。实际上，我们可

以看到，方法越好的人，越尊重方法本身的逻辑，越不敢越界滥用。理论研究也一样，需要注意反思性

建构，而不可生搬硬套，甚至于铺设汉语的翻译体，形成食洋不化现象。

遵循一定的方法，就使社会学具有研究的可重复性。一个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只有被另外一个

社会学家认可，或者被更多的社会学家认可，才能够传播开来，形成为解释力。要得到认可，就需要这

种可重复性。就连人类学家普兰查斯也说：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去一个地方研究了六个月或六个月以

上的时间，回来写了一本书，说出了一些研究发现，那其他人类学家去田野调查六个月，回来也应该得

出大体差不多的认识，结论才应该是可认可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使用西方成熟的一些研究方

法，使我们的话语、话语体系建设与方法论相结合，通过学术之路去讲中国故事，形成中国特色的话

语。当然，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创造一些新的方法，也应该鼓励。

三、宏大叙事话语权与话语传播

除了微观研究外，在宏大叙事中，同样也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与话语体系的问题。比如四个现代

化，原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制度设计中，要

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什么是现代化，可能我们到现在还没

有形成明确的认识。所以邓小平才反思了那个话语的具体含义，这有点像西方的“能指”与“所指”的

语词分析。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时候，就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与西方所指的现代化不

太一样，是“小康之家”的那种状态，即使实现了，人均收入大约是翻两番，即到 2000年达到 800到
1000美元。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温饱型小康到总体性小康，到现在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再到

“中国梦”，这个过程可以通过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去研究并形成中国的发展社会学。美国社会学研

究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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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们在掀起这个热那个热的时候，很难将我们自己塑造的西化的大师请下神坛。如果我们一直

顶礼膜拜他人，我们就难以自信。所以，在话语与话语体系建设中，我们对西方，要学习但不神化；对

传统，要继承但不崇古。

应该说，中国社会学的中国化过程，基本形成了一些话语与话语体系，也由此建构了我们的理论

体系，并以我们的理论体系彰显了话语力量，但言说者是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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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但却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化之路，连马林诺斯基也赞扬说费老的研究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

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我们可以模仿费老的做法，学习在西方，成就在中国。要探索可能的成就，创新我们的话

语，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第一是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第二是矫正原有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

系（比如有人认为经济下行离婚率上升，你在研究中发现经济上行离婚率也上升，或者你的研究发现

经济下行与离婚率压根就没有关系）；第三是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并用这种方法矫正原有的研究，以此

丰富原有研究；第四是提出新的理论；第五是创新“新方法”。可能还有其他，我们可以逐步罗列，但在

这中间，
这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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